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
宿列张……”这篇旧时儿童都能背诵的
《千字文》，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据
传，梁武帝为了教皇子们学习汉字、书法，
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了1000个零散
的汉字，让周兴嗣将其编成一篇完整的诗
文。周花了一夜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
累得鬓发全白。这篇《千字文》不但在当
时就得到皇帝的高度肯定，很快就在社会
上流传开来，而且在此后1400多年中，一
直被中国人当作最重要的识字教材，为无
数孩童的启蒙教育提供了便捷的工具，甚
至远播海外，成为日本、朝鲜等国民众学
习汉字的重要教材。

《千字文》作为一本蒙学教材，无疑是
成功的。

一方面，《千字文》完整地覆盖了一千
个基本汉字，而且毫无重复，因此学习起
来效率极高，无论作为识字的教材还是写
字的法帖，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和读音的关系
比较疏远。汉字虽然总体上数量众多，但
常用的基本汉字数量是十分有限的，而且
汉字构词能力很强，只要掌握了一千个左
右的基本汉字，就能轻松地掌握由它们所
构成的几千上万个常用词语，也就具备了
基本的读写能力。《千字文》中使用的汉字
都取自梁武帝所收集的王羲之书法作品，
其总量据说达到了7000多纸。这些书法
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日常应用的各种书信、
便条、杂记等，谈论的话题涵盖了当时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如此大规模的通
用话语语料中所筛选出来的常用字，尽管
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但其作为基本汉字的
代表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只要
掌握了这些基本汉字，就等于掌握了汉语
书面语言的核心。与此同时，这些汉字都
是从书圣作品中选取的常用字，历代书法
家极为重视，隋代智永和尚，唐代褚遂良、
颜真卿，宋代赵佶、米芾，元代赵孟頫，明
代文徵明等，都曾专门书写过《千字文》。
而这些法帖的流布，也进一步推动了《千
字文》的使用和传播。

另一方面，《千字文》并不是简单的汉
字或者句子的罗列，而是一篇内容完整、
结构有序的文章。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
分描述世界景观和上古历史，第二部分讲
述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第三部分介绍都
城景象和帝王将相，第四部分描绘平民日
常和田园风貌，从而构筑了一个现实生活
的完整图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
者个人的品位和志趣。一千字的篇幅，不
长不短，又采用了四言韵文形式，对仗工

整、音韵和谐，十分便于记诵。
由于《千字文》字不重出，在缺少注音手

段的情况下，背诵下来的整篇文章可作为字

形与字音、字义相对照的手册，便于使用者
温习、查阅。因此，背诵《千字文》便成了旧时
所有儿童就学后的必修课，甚至成了古人基
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人们常
常用《千字文》的文字顺序来给事物编号，从

“天”字（第一号）、“地”字（第二号），依次排
序。例如科举考场的号房，通常都是按照千
字文进行排号，考生只要知道自己的字号，
就能很方便地找到所处的位置。其他数目
较多的官方文书、商家账簿乃至书籍卷册等
也常用《千字文》来编号。这样的排号方式显
然要比简单机械的数字编号更容易记忆，也
更有趣味。

很多人还喜欢用《千字文》来游戏取
乐。例如，唐高宗时画家阎立本为右相，
武将姜恪是左相，有人就引用《千字文》
的句子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
丹青’。”表面上是夸赞，实际却是在讽刺
他们并非真正的相才。还有人用《千字
文》来做“歇后”（或称“缩脚”）游戏，如隋
代侯白《启颜录》中就有人这样嘲笑他
人：“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

‘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分别歇去
“黄”“塞”“明”“短”字）。这些都反映出
古人对《千字文》的熟悉程度。

事实上，在《千字文》出现之前，社会
上就已经有了一本广泛使用的识字教材，

这就是西汉史游所撰的《急就篇》。该书
收入两千多个汉字，按照语义类别进行分
组罗列，编排成若干整齐有韵的句子，并
且也很少重复。但《急就篇》整体上是零
散的，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相比之下，
《千字文》不但收入的文字是经过精心挑
选的基本汉字，而且在内容上是一个语义
连贯、主题明确的整体，是一篇文质兼美
的文章，这些优势使得它很快就取代了
《急就篇》。到唐代以后，《急就篇》就很少
有人使用了。

《千字文》被称为“千古奇文”，之所以
奇，主要是因为它的创作难度极大：它所
使用的一千个汉字基本上是零散的，彼此
之间在语义上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所完
成的文章不但要毫无重复、毫无遗漏地使
用这一千个汉字，而且要文理通畅、浑然
一体。这样的工作，即便是在今天，有了
计算机的帮助，也是很难完成的。而周兴
嗣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篇奇文，一
方面有赖于作者敏捷的才思和全盘规划、
周密安排的高超能力，另一方面也与汉语
本身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密切相关。

《千字文》既是一篇文章，又是一篇识
字教材。识字教材的基本单元是独立的
汉字；而文章的基本构成元素则是词语。
《千字文》充分利用了汉语中字和词关系

上的弹性，在保证汉字覆盖面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词语的数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文章编写的难度。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多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
专名只有一个特定的、唯一的所指对

象，大多并不需要专门进行学习。而《千
字文》中却出现了40个人名（包括16个
双字及24个单字）和28个地名（包括17
个双字和11个单字），总字数超过了全文
的十分之一，例如：
人名：禹 墨（子） 钟（繇）（吴）起 毛
（嫱）有虞 周发 桓公 史鱼
地名：邙 洛 羌 赵 魏 昆冈 紫塞 鸡田
赤城 碣石 泰岱 承明

此外，还有诸如“巨阙（剑）”“夜光
（珠）”等特殊事物的名称。和其他很多语
言不同，汉语的专名除了一少部分（如

“禹”“邙”“洛”“羌”“赵”“魏”等）之外，大
多数都并非“专用”的，而是由普通汉字构
成，同一个汉字既可以表示普通词语，又
可以作为专名使用。《千字文》中多用专
名，既可以提供历史、地理、文化常识，又
能在保证汉字覆盖面的前提下，减少文章
所用词语的数量，降低文章编写的难度。

专有名词和普通词语用字相同，如果
没有相应的背景知识，一般很难明确分

辨，从而很容易造成阅读理解上的困难。
为解决这个问题，传统启蒙教育中往往重
视专名的学习。例如史游的《急就篇》就
列举了一些常见的人名，这些由普通汉字
构成的专名虽未必实有其人，却可以帮助
儿童了解常见人名的特点，以便在阅读过
程中将其与普通名词区分开来。而蒙学
教材《百家姓》中，收入的560多个汉字则
全是姓氏用字（包括单姓和复姓），没有任
何实际意义。儿童学习这些汉字，除了可
以增加识字量之外，同样也可以建立起一
种专名的意识。

第二是多用双字词语。
古代汉语的词多数是单字的，双字词

数量较少，而《千字文》中却使用了很多双
字词。这里面包括很多联绵词，联绵词中
的汉字通常只起表音作用，没有实际意
义，例如：
枇杷 徘徊 逍遥 洪荒 的历 造次 密勿
绵邈 颠沛 盘郁 委翳

这些词语中，有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只
能两个字一起使用，应该是当初采集文字
的时候就一起收入的，如“枇杷”“徘徊”
等；有的本来是两个普通汉字，构成联绵
词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成了单纯表音
的字符，如“洪荒”“的历”“造次”等。

还有很多双字词语，虽然不同于完全
表音化的联绵词，但其词汇化的程度已经
很高，整体意义并不是单字意义的简单相
加，例如：
黎首 隐恻 华夏 坟典 丹青 沉默 孔怀
杳冥 稼穑

这些词语在文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
来使用的，和单字词相比，由它们构成的
四字句结构更为简单，整体上也更容易处
理。与此同时，词语中单个汉字仍然保持
着很强的活跃性，学习者可以很容易地将
它们独立使用，或构成其他词语。

第三是少数字词进行简单罗列。
编写识字教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根

据字形或字义罗列汉字，很多教材都采用
这种做法。《千字文》很少这样做，只有一
处例外，即全文最后两句：
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这里的“焉哉乎也”并未作为语助词
（语气词）来使用，而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列
举。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前文已经安排稳
密，在不到一千字的篇幅中已经覆盖了其
他所有的字眼，故而这几个词只能作为剩
余的“边角料”进行特殊处理了。实际上，
语助词本来是最容易安排的，作者却故意
只列举几个，似乎也为了显示一种“余勇
可贾”的骄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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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书法家俞和《篆隶千字文》。
资料图片

明代书法家文徵明细草书《千字
文》。 资料图片

“以一警百”典出《汉书·尹翁归
传》：西汉尹翁归担任东海太守时，明
察秋毫，郡中的官吏百姓是贤良还是
不肖，以及奸邪犯法者的名字，他都知
道得一清二楚，每个县都登记名籍。
他出巡各县，收捕惩处，“以一警百，吏
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东海大豪绅
许仲孙，为人奸猾，扰乱吏治，“郡中苦
之”。尹翁归到任后，依律论罪将其处
死，东海由此太平。

以一警百，指用惩罚一个人，来告
诫、提醒众人。亦作“以一儆百”。警，会
意兼形声字。从言，从敬，敬亦声。《说
文》注：“警，戒也。”本意是动词，指以言
语发出警告使之有所戒备，如：以警其
余。用作名词，则引申出危急的情况或
信息之义，如：盗贼之警。用作形容词，
指机灵敏慧的，如：机警、警捷；指新妙
凝炼的，如：名言警句。

“警”可以达到告诫的效果，发挥震
慑作用。汉代桓宽《盐铁论·疾贫》有云：

“刑一而正百”，惩罚一人能纠正百人的
过失。从“刑”到“正”，靠的是“警”的告诫

和震慑作用。《盐铁论·后刑》有云：“锄
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同样
是说通过“惩”的手段，发挥“警”的作
用，从而达到以正视听的效果。所谓“惩
前毖后”“小惩大诫”体现的也是“警”的
作用，即以“前”警示“后”、以“小”警示

“大”、以“少”警示“多”。
“以一警百”蕴含着取舍之道，在

利与害、多数与少数之间，除害而兴
利，通过惩治极少数来警示教育大多
数。北宋名臣范仲淹改革吏治时，苦
于地方上无得力之人监督实施，于是
就拿来监司名单一一审查，“视不才监
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
易”。枢密使富弼在旁边提醒他说，你
一笔勾之很容易，难道不知会导致一
家哭吗？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
一路哭耶！”意思是说宁可得罪一家，
不能让一个地区的百姓受害。正所
谓：“农夫不畜无用之苗，无用之苗，苗
之害也。”锄一害才有众苗成，不锄掉
无用之苗，就会妨害好苗的成长，进而
影响到整个庄稼，只有敢于把“无用

的”舍掉，“有用的”才会多起来。
要充分发挥“警”的作用，就要正

确处理“惩”与“戒”、“少”与“多”的关
系。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来态度坚
决、立场鲜明。1952年，贪污腐败分
子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判处死刑，有
人以其有战功为他们求情。对此，毛
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
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
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
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
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在反腐败斗争中，只有把占极少数的
腐败分子绳之以法，才能使大多数党
员干部引以为戒，维护好政治生态。

“以一警百”是抓早抓小抓苗头，
通过敲钟以“案中人”警醒“梦中人”。
作为党员干部，当把“警”字铭刻于心，
不等组织敲警钟，自己心中的警钟先
要响起来，“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动之妄
即改之”。心中的警钟不是敲一阵子，
而是时时敲、事事敲、处处敲，自我警示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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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模仿《千字文》的《正音绘
图增注六千字文》。 资料图片

年轻一代将现代元素融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和传播中，不
仅给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带来了崭
新面貌，也为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
灵感与活力

“传统文化原来这么潮！”近年
来，这样的感叹越来越多。年轻人
穿汉服，复刻古代饮食，以古典民族
乐器演奏时下流行歌曲，用3D引擎
等工具复原长安城……种种新时
尚，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厚内涵与时代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受年轻人
喜爱，因其符合他们的审美需求和
价值观。一方面，他们对于优秀传

统文化的热爱与文化自信紧密相
连，希望借助数字时代的多样渠道，
亲近和感受古典文化的魅力。另一
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年
轻一代表达态度和个性的方式。

年轻一代将现代元素融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和传播中，不
仅给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带来了崭
新面貌，也为文化传播注入了新的
灵感与活力。

互联网平台为文化创意提供了
广阔舞台。年轻人是优质内容的生
产者。一方面，从细致入微的缂丝
制作教程到惊艳的汉服变装，他们
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分享网站和在
线音乐平台等，将优秀传统文化主

题的作品展示给更多人。另一方
面，平台不仅是信息分享的场所，更
是充满互动和情感共鸣的文化社
区。社区化的互动机制，也为年轻
人的创作热情注入了强大动力。

青年人正日益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重要力量。当前，青年人也面临着
文化内容创作专业性不足、深度欠
缺等问题，迫切寻求专业性、系统性
知识。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
的专业人士正身体力行地向年轻人
传播民乐知识、古典诗词等，提升青
年群体的文化认知。而这种“双向
奔赴”，将进一步助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走向更广阔的时代舞台。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
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上述四句诗出自白居易的《放言》，其中提
到的“钻龟与祝蓍”是两种古老的占卜方法。钻龟
即用龟甲钻孔烧灼以观吉凶，这种龟甲上写的文
字，就是近代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中的一种。

这种占卜方法在民间一直流传。1994年，
重庆云阳县明月坝遗址唐代地层中出土了3
件龟腹甲，甲上施圆形的钻孔，有的有灼，有的
无灼，正面有兆枝，但未见卜辞。明月坝出土的
龟甲很可能是当地居民求雨所用。唐代诗人刘
禹锡在一首诗中写道：“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
木。”即是描写三峡人为求得播种的最佳时机，
利用龟甲占卜以求雨。

这种风俗宋代还有，李复在他的《夔州旱》
中就说：“夔人耕山灰作土，散火满山卜龟雨。”
龟卜在唐宋依旧盛行，所以白居易能够将这种
方法写到自己的诗中。唐太宗贞观九年曾经下
诏“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说明
龟卜还被官方认为是一种比较正统的占卜方
式。宋太宗年间编纂的《册府元龟》，书名也保
持着龟甲占卜的记忆。宋代以从事迷信职业的
人很多，王安石曾经说仅开封一地，卜者就“以
万计”，其中应当不乏以龟卜谋生者。

祝蓍占卜不为今人所知，但是这种占卜方
法的历史同样悠久。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
《龟策列传》，列传中对蓍草占卜有非常详细的
阐述：“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
龟。……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
其上常有青云覆之。”

蓍草是一种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古人占
卜所使用的蓍草，是秋后采割的蓍草的干枯棱
柱形茎秆，其状直且硬。西晋张华在《博物志》
中说：“蓍千岁而三百茎，其本已老，故知吉
凶。”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历代蓍草
论”认为，“蓍乃蒿属，神草也。故《易》曰：蓍之
德，圆而神”。明代王世贞辑、汪云鹏补的《有象
列仙全传》一书中，绘有书房内读书的文人，案
头摆放着插着一束蓍草茎的蓍草瓶。

明代晚期复古思潮盛行，不过与宋朝的复
古是为了振兴儒学不同，明代的复古更多反映
的是明朝文人对“纵乐的困惑”。新加坡学者康格
温在《<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
化活动》中，就专辟一节讨论“文人的焦虑”。在晚
明日趋奢华的氛围里，在时局的纷争与命运的不
定之中，晚明的文人通过复古等活动，标榜身份
认同。在忧虑之日、彷徨之时，一介书生抽一把蓍
草，大概也能抚慰一下焦躁的心情。

熟悉玉器的朋友一望便知，这件蓍草瓶与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多节琮非常相像，所
以，现在的学者多以琮式瓶来称呼这种形制、
不同质地的瓶。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
是通神的法器，表现了良渚人的宇宙观，具体
的认识和解读又因人而异。这种器型在历史的
长河中时隐时现，绵延不绝，从新石器时代的
玉琮，到明代的蓍草瓶，似乎又有一种隐藏的
脉络将它们相连，让人不得不思考民间知识在
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这种内圆外方的筒型玉器，在新石器时代
的许多文化中能够看到，如学者许晓东所言，
这些玉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良渚文化玉
琮为代表，表面装饰神人兽面图案，孔径有大

小之分，小孔径的琮目前看为良渚文化所特
有；一类以华西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为代表，
表面多光素，或装饰弦纹，孔径相对较大。即使
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形器，有内圆外方者，也有
作圆筒形甚至带盖者，大小、形制、出土部位以
及伴出器物有的并不相同，因此被区分为琮、
柱形器、筒形器、管类器，暗示着其功能的非单
一性。可以说玉琮形器在其作为“物”使用的年
代，对它的理解就是多义的。

在崇尚“中兴复古”的宋代，琮式器物又有
了较多出现，如四川发现的30多处南宋窖藏
中，就有3处发现了青铜琮式瓶和龙泉窑烧制
的琮式瓶。这些琮显然不是作为礼器使用的。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杜良臣的《致中
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中，笺纸的底纹上印制
了一只放在方座上的琮式瓶，瓶中有一朵盛开的
水仙。琮式瓶的插花功能延续到了明清，在明代
的几种花谱书籍中都有记载，如高濂《遵生八笺·
燕闲清赏笺》：“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
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
草大方瓶……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青东
磁小蓍草瓶……俱可插花。”

至于插花的琮式瓶为什么在明代被称为
蓍草瓶，台湾学者谢明良在《琮瓶再议》中推测

“将琮瓶称为蓍草瓶，既有可能是明代人观察
到南宋琮瓶瓶身边角两侧所见类似八卦爻画
引发的联想，也不排除蓍草瓶之称谓本身竟是
来自宋代”。

玉琮是中国古代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器
物，现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对它的解
读有不同的角度。既有对它最初使用本义的探
讨，如良渚玉琮的原始含义、其与齐家文化玉
琮的联系和区别；又有它作为“古物”之后的存
在方式与意义，如是花瓶还是蓍草瓶？还有琮
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之后，我们对它的阐
释；更有琮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出现在今天设
计的建筑、装饰、生活用品上的重构。

人的生命有多种解读，物的生命也有多种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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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我说■■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
瓶。 视觉中国供图


